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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贵州省的旅游业发展为例，运用 DEA模型测算省域、市域两个层面的旅游效率，研判贵州省旅游

经济的发展程度并提出相应对策。研究发现：(1)贵州省旅游效率在 2012—2018年间持续增长，黔西南、毕节、铜

仁等地区处于旅游效率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是影响贵州省旅游总体效率的关键地区。(2)贵州省内不同地区的旅游

效率具有区域异质性，技术差距是区域分异的主要原因，贵阳、安顺、黔南等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已步入技术

创新阶段，推动原始技术研发和技术进步尤为重要。(3)“十四五”期间，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应采用分类施策、区域

协同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引导各地区根据自身短板进行自我优化，引导社会资金向规模报酬收益较高的地区投放；

另一方面要建立全域旅游合作网络，强化对后发地区的带动作用，推动整体水平提升和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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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1]，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既定资源要素投入下的产

出增进，即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TFP)的提升[2]。提升生产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变

为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3]。 

旅游效率是指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使单位要素投入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实现产出最大化和所有利益相关者总剩余最大化
[4]。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正处于由产业链主导转为价值链主导的转型升级过程中[5]，土地、原材料、

能源、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影响有弱化趋势，科技、信息、人才、管理、知识等新兴生产要素的影响程度逐渐加深[6,7]，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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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动下，我国旅游业发展先后经历了入境接待、大众观

光、休闲度假等发展阶段，形成了特有的景区门票经济发展模式，后又不断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从注重门票经济向注重二次

产品消费转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8]
。总体来看，我国旅游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总体效率偏低，属于典型的劳动要素驱动增

长型发展模式，技术进步的潜力较大[9]。近年来旅游业转型升级中仍然面临着旅游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旅游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等问题[10]，且在不同区域呈现的方式和反映程度有所差异。贵州省是以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态自然环境、少数民族风情著称的

“山地公园省”，2000年以来，旅游业呈现高速增长，从 1061.23亿元增长到 2018年的 9471.03亿元，占 GDP比重也从 23.06%

增长到 63.96%，远高于全国水平的 11.05%[11]，成为贵州省产业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十四五”以来，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重塑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贵州省旅游业正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迫

切需要对当前旅游产业的发展阶段与地区差异进行科学研判，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国内学界较多关注旅游企业经营效率[12,13,14,15]、区域旅游效率[16,17,18,19]以及特殊地区比较研究[20,21]，且目前针对旅游效率的研

究也以定量研究为主，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 DEA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能够对旅游效率等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进行科

学测算，本文对贵州省旅游效率的测度符合这一特征。但目前对涉及政府政策中观层面的区域旅游效率研究依然欠缺，本文对贵

州省旅游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方面，“十四五”脱贫以来，需将注意力转移到旅游振兴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上来，而旅

游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提高旅游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配置效率及技术效率来增强旅游竞争力，通过增加单位投入产出比

来扩大旅游经济的溢出效应。因此，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以旅游效率为切入点探析贵州省旅游经济的发展状态和优化

路径意义重大。从现有的相关研究发现，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呈现螺旋上升、循环往复的态势[22]，这与当前贵州省旅游投资乏力、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二次消费产品匮乏等实际现象相背离，且大多数研究仅关注贵州省域旅游业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对州市层面

进行差异化分析，导致研究结论相对空泛，效率的测算过程也不够具化，仍然存在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拟采用数据包络

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通过对 2010—2018年贵州省域旅游业及其 9个州市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全要

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科学测算贵州省及其各州市的旅游效率，为今后贵州省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旅游效率与规模投入 

旅游效率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强化增长性因素来扩大正外部效应，进而保持旅游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旅游业属于技术

含量相对较低的服务性产业，规模扩展包括劳动力、企业数量、旅游地域范围等投入要素的增长，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规模

化投入来提高边际产出总量，进而提升旅游生产率。但是由于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建设等规模化投入的消化能力增长不

一致，资本、技术、管理等全要素生产效率较低，旅游企业的效益和整体市场效率也较低，旅游供需也将会处在一种低水平的均

衡点上[23]。从贵州省整体发展上看，2012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探索贵

州特色民族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并于 2015 年实现了贵州省旅游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到 2021 年贵州省旅游业发展

或已完成原始积累，突破了规模要素投入的发展瓶颈期。由此提出假设 1：规模投入不再是贵州省旅游效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 

1.2规模投入与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是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产生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过程，效率的实质是资源、资本投入的高效利用，以

此反映经济主体的资源配置状态
[24]
。产业增长动力源于要素投入增加或技术效率改善，旅游业增长方式转型、增长质量提升的显

著标志是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提升，即在多个时期内，旅游生产的要素供给(人力、资本、规模等)要与当地同期的技术水平

相一致，才能有效改善这一时期内的旅游效率，实现要素、技术双投入下的全面优化。从我国旅游业发展实际情况来看，传统依

赖要素投入的增长逐渐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相背离，技术进步成为限制整个产业发展的瓶颈[25]。加大要素投入能在短

时期内带来经济高增长，但要素收益递减规律决定了这种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近年来，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水平持续高幅提升，

规模投入、技术进步能够满足其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或是其根本原因。由此提出假设 2：贵州省旅游规模投入与技术进步具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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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性。 

1.3效率优化与技术扩散 

劳动力效应、中间投入、知识外溢等内生性因素是造成生产效率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活动的规模增长会扩大空间外部

性效应和规模经济，激发中间投入产品的需求[26]，空间集聚有利于企业间的知识外溢以获取更多知识积累，从而使多元化的要素

投入和多样化的消费品让步于规模经济，规模化的生产企业和专业化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27]。在旅游效

率动态演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技术空间扩散均可以提升企业生产规模，促进旅游经济效率外部化，

进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生产效率。Medina 等[17]通过测算 2003—2008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 22 个阳光海岸旅游地的技术效率发现，有

效率的目的地占大多数，其中四个海岛型旅游地位于旅游效率前沿面，并都处于从政治中心向旅游服务型城市的转变提升阶段。

对于贵州省来说，安顺、黔东南是贵州省旅游业发展较早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效率值可能会高于其他州市，或存在两个性质相

异的发展类型，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通过技术扩散不断影响周边州市旅游效率值的变动。由此提出假设 3：贵州省旅游效率的变

化具有区域协同性和分异性。 

2 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对若干同类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或处理多目标决策问题的效率评价方法。具体可细分为

三种类型：CCR 模型、BCC 模型与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CCR 模型假设决策单元规模报酬不变，主要用来测量整体技术效率

(overall technology efficiency,OE)。但是技术创新的规模报酬是不固定的，现实中不平等竞争也会导致某些决策单元不能

以最佳规模运行，而 BCC 模型正是规模报酬可变(VRS)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该模型把总体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ure 

efficiency,PE)和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综合效率由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构成，且在数值上等于两个分解效率的

乘积。 

在 CCR 模型中，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DMU)，每个 DMUi(i=1,2,…,n)使用 m 种投入 Xj(j=1,2,…,m)，生产 s 种产出

Yr(r=1,2,…,s)。 

 

式中：Yir代表第 i 个 DMU 第 r 项产出值，Xij代表第 i 个 DMU 第 j 项投入值，Ur、Vj代表第 r 个产出项与第 j 个投入项的权

重，h0表示第 0个 DMU的相对效率值。 

BCC模型比 CCR模型多了一个变量 U0，用以判定 DMU规模报酬递增(U0>0)、递减(U0<0)或不变(U0=0)，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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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S情况下，规模效率会影响整体技术效率的测度，可通过下式求出： 

 

CCR和 BCC模型只能横向比较决策单元在同一时间点的生产效率，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则可以测度决策单元在不同时期

效率的动态变化，该模型可以分析旅游投入产出要素的利用情况，以及旅游效率的变动趋势与驱动因素[28]。 

在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从 t期到 t+1期的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公式如下： 

 

其中，M是全要素生产率，指除劳动力和资本外其他要素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率。当 M>1时表示生产率水平提高，当 M=1时

表示生产率水平不变，当 M<1时表示生产率水平下降。该公式可分解为： 

 

其中，等式右边前半部分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后半部分为技术进步指数(TC)。TEC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TEC)

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 

2.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 DEA 理论，测算旅游效率值需要投入与产出两项指标。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投入一般通常选用可直接投入的生产要素

(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而土地面积对城市旅游发展的约束较小，不作为投入指标[29]。据此，本文选择以下投入和产出指标。 

(1)投入指标。 

资本要素是衡量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的关键指标之一，包括用于旅游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改造等“有形投资”以及城市自

身无形吸引力等[30]。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主体功能，其中包括旅游房地产、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和文化体育娱乐等直接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31]
。当前贵州省以“六全理念”发展全域旅游，全要素、全行业、全时空推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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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发展，因此使用各州市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为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和全部房地产开发项

目投资)作为资本要素指标。旅游资源规模[9]、星级酒店数量[29,30]、旅行社数量[31]等指标可反映旅游经营的资本投入。为更客观地

反映贵州省旅游业发展主要情况，选取不考虑权重系数的贵州省各州市历年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和省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数量之和[24]，作为旅游资源投入量来表征旅游资本投入指标。劳动力要素可以直接选取旅游从业人员[9]，亦可以选择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来反映人力资本投入。全域旅游下劳动力要素不仅仅是旅游从业人员，应该是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因此选择贵州省各州

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作为劳动力变量。 

(2)产出指标。 

多数文献选择旅游收入
[9,29,31]

或旅游总人次
[30]
作为产出指标，本文选择历年各州市旅游总人次作为产出指标。本文选择的决

策单元数量大于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之和的两倍，符合模型计算分析要求。 

数据来源于 2013—2019年的《贵州统计年鉴》、各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各州市统计年鉴。各指标的原始数据

特征见表 1：风景名胜区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差异较大，最大值约是最小值的 10 倍；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加，最小值 218.82 亿元至最大值 4591.54 亿元跨度较大；近年来贵州省旅游业呈“井喷式”发展，

旅游产出持续增长，旅游总人次最大值是 2018年的贵阳市，已达到 18846.25万人次。 

表 1选择指标数据值基本特征 

类型 选择指标 单位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投入指标 

旅游资源投入量 个 29 3 15.063 5.885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4591.54 218.82 1210.599 877.167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 万人 149.03 26.01 62.92 38.9 

产出指标 旅游总人次 万人次 18846.25 470.11 5481.854 3847.759 

 

3 实证检验与结果 

3.1旅游效率总体向好，处于最优状态的地区有所增加 

根据上述方法，采用 DEAP2.1 在投入导向下分别计算出 2012 年、2015 年和 2018 年贵州省不同州市旅游业发展的综合效率

(如图 1 所示)，结果发现，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综合效率在 2012 年为 0.671，到 2018 年时为 0.829，上升了 0.158 个单位值，

增幅达到 25.55%。2018年已达到最优水平的 82.9%，较为明显。具体分城市来看，2012年综合效率达到最优值的包括贵阳、安

顺、黔南，2015年没有发生变化，2018年新增了黔东南为综合效率最优，至此达到综合效率最优的城市占到 44.44%。其他城市

中，综合效率总体也呈现增长趋势，得分在 0～1之间的有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黔西南的得分相对较低，但是黔西南的

综合效率从 2012年的 0.31增长到 2018年的 0.57，改善效果显著。这种变化说明，贵州省旅游业要素投入和技术改善对于产业

发展的支撑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进而在既有技术水平上实现了规模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 

从技术效率得分来看，2012年达到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有贵阳、六盘水、安顺和黔南，在 2015年时有贵阳、六盘水、安顺、

毕节、黔西南和黔南，在 2018年时有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黔东南，表明研究期间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技术水平是在不

断提升的，遵义、黔东南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毕节、黔西南有一定的发展波动性。其他未能达到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技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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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在不断增长，并且得分值都大于 0.5，如遵义三个年份的技术效率值分别为 0.602、0.884 和 1.0，铜仁的分别为 0.759、

0.786和 0.824。 

从规模效率得分来看，2012 年达到规模效率最优的城市有贵阳、安顺和黔南，2015 年增加了遵义，2018 年增加了黔东南，

其他城市多数保持在 0.5以上，只有六盘水、黔西南的规模效率相对较低。表明贵州省旅游业的规模化投入在某些州市仍然存在

不足，尤其是在六盘水、铜仁、黔西南等地，旅游资源开发需要投入的资本需求空间仍然较大。 

从综合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标准差变化来看，三种效率指数均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三个节点年份综合效率

的得分分别为 0.2737、0.1584、0.2793，规模效率分别为 0.2435、0.0811、0.2476，纯技术效率分别为 0.2032、0.0594、0.1954。

这种变化情况表明，在 2012—2015年，贵州省各个州市之间的旅游业发展具有趋于均衡的溢出效应存在，无论是规模要素投入，

还是旅游业发展技术的提升，区域之间的差异在变小；但是到了 2015年之后，这种趋势发生较大变化，差距反而在扩大，纯技

术效率的缩小程度要大于规模效率。上述现象进一步表明，研究初期多数州市的旅游规模投入和技术提升的匹配能力是在提升

的，随着投入大幅度的增加，旅游投资规模、产业业态发展与旅游技术吸收能力表现为非一致性，规模要素投入的差异较前期有

所扩大，技术发展的差距较前期有所缩小，规模要素投入引发的效率差异要大于技术发展，在总体上导致研究末期综合效率的差

距也有所扩大。这表明本文假设 2是成立的，即贵州省旅游规模投入与技术进步表现出一定的同步性。 

3.2规模要素投入不足是制约综合效率提升的关键因子 

 

图 1 2012年、2015年、2018年贵州省综合效率(左)、技术效率(中)、规模效率(右)变动情况 

由表 2可知，2012年除去规模报酬不变的贵阳、安顺和黔南，其余 6个州市均属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2015年遵义市变为

规模报酬不变，黔东南变为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的州市变为 4 个；至 2018 年，贵阳、安顺和黔南持续规模报酬不变，

黔东南规模报酬不变，遵义市规模报酬递减，依然有 4个州市持续规模报酬递增。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贵州省旅游业发

展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规模报酬不变型，包括贵阳、安顺、黔南，它们的旅游业发展已经较为成熟，达到了现有技术条件

下规模要素投入的优化配置。(2)规模报酬递增型，包括六盘水、毕节、铜仁、黔西南，这些城市的旅游业发展空间较大，在整

个研究期间内都属于规模投入产出不断增长的状态。(3)规模报酬波动型，包括遵义、黔东南两个城市，遵义在 2012—2014年属

于不断增长状态，2015年开始出现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到 2016年、2018年两个年份属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说明在此时期

要素投入的技术匹配关系需要提升；而黔东南在 2012 年、2013 年属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在 2014—2016 年属于规模报酬递减

阶段，在 2017—2018年属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这种波动式发展表明，黔东南的旅游效率在要素投入和技术提升两种发展动力

的交织关联中不断发展，当要素投入超出技术水平时表现为规模投入递减，当技术水平消化能力大于要素投入时，又出现规模报

酬递增。总体来说，贵州省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州市发展仍然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旅游业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据此可知，假设 1判断中部分是对的，即规模要素投入是贵州省部分旅游后发州市综合效率提升的关键因子，

但是在大多数旅游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州市内，规模要素投入的影响没有预期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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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2—2018年贵州省规模报酬变化情况 

城市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贵阳 — — — — — — — 

六盘水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遵义 irs irs irs — drs irs drs 

安顺 — — — — — — — 

毕节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铜仁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黔西南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irs 

黔东南 irs irs drs drs drs — — 

黔南 — — — — — — — 

 

注：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3.3技术进步对于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较大 

利用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计算 2012—2018年贵州省 9个州市的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

率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由表 3可以看出，在旅游业效率评价的 6个时期中，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小于 1，说明考察期内贵

州省旅游业生产率水平均处于下降状态，并存在有一定的波动性。2011 年国际经济低迷，国内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贵州省旅游

经济明显下行，2012—2013 年贵州省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探底。2015 年 11 月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次年 1 月中央

再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表明在贵州省落实一些旅游激励政策之后，旅游业全要素生产

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考察期间虽然全部小于 1，但均大于 0.9；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有 2 个时期大于 1，其余均接近于 1；规

模效率变化指数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一致，均在(0.9,1)区间内；技术进步指数的数值波动较大，有 1个时期大于 1，3个时期小

于 0.9，3 个时期大于 0.9 而小于 1。生产率指数低下既包含规模效率变化的因素，也包含技术进步的因素，技术进步指数波动

的波形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形相似，摆动的趋势相近，只是变化幅度有所差异，因此技术进步是主导因素。 

表 3贵州省 2010—2018年旅游效率变化 

时期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2012—2013 0.998 0.979 1 0.998 0.796 

2013—2014 0.939 0.775 1 0.939 0.727 

2014—2015 0.962 0.809 0.979 0.982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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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0.976 0.936 0.986 0.989 0.914 

2016—2017 0.945 0.968 0.972 0.973 0.915 

2017—2018 0.926 1.065 0.943 0.982 0.986 

均值 0.957 0.886 0.98 0.977 0.848 

 

对比贵州省各州市(表 4)，贵阳、安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制约因素是技术进步指数，其余 7个州市的旅游效率受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共同影响。利用变异系数比较余下 7 个州市技术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离散程度[32]，发现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的均值(0.938)大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均值(0.884)，其变异系数(0.019)却小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变异系数(0.020)，表明技

术进步指数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因素。综合上述分析可知，研究期间贵州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不稳定、波动发展的状

态，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较大。 

3.4贵州省各州市旅游投入指标的优化目标值分析 

表 4 2012—2018年贵州省各州市旅游效率变化 

城市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技术进步指数 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贵阳 1 0.878 1 1 0.878 

六盘水 0.941 0.908 1 0.941 0.854 

遵义 0.937 0.896 0.919 1.019 0.839 

安顺 1 0.889 1 1 0.889 

毕节 0.948 0.898 0.974 0.973 0.851 

铜仁 0.963 0.858 0.986 0.976 0.827 

黔西南 0.903 0.897 1.003 0.9 0.81 

黔东南 0.928 0.864 0.938 0.989 0.803 

黔南 0.928 0.864 1 1 0.884 

均值 0.957 0.886 0.98 0.977 0.848 

 

优化目标值是 DMU 实现 DEA 有效的投入产出目标值，反映投入产出的冗余情况及优化方向。2018 年贵州省投入指标的优化

目标值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DEA相对无效的州市中只有毕节、铜仁和黔西南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投入冗余现象。劳动力方面毕

节表现得最为明显，铜仁次之，黔西南最小；资本方面铜仁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剩高达 17.616%，毕节、黔西南分别为 6.469%和

5.036%；旅游资源投入量的表现与固定资产投资相似，变化幅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铜仁、毕节和黔西南。这 3个州市旅游业效率相

对较低，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存在要素投入冗余外，还存在产出不足的状况。全域旅游发展不充分、不详实，导

致劳动力投入过剩，特别是毕节，冗余幅度高达 50.238%；固定资产投资过剩，旅游产业相关的投资不突出、不全面，旅游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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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硬件不“硬”；旅游新业态发展相对滞后，景区景点档次低，基础设施薄弱。这些州市在今后发展中要优化配置资源，

减少资源投入，同时着力提升产出潜力，引入旅游新业态，推动旅游发展水平提升和技术创新。 

表 5贵州省各州市旅游产业投入指标的优化目标 

州市 DMU 旅游资源投入冗余量 变化幅度 固定资产投资冗余量 变化幅度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冗余量 变化幅度 

贵阳 — — — — — — 

六盘水 — — — — — — 

遵义 — — — — — — 

安顺 — — — — — — 

毕节 0.712 6.473% 125.345 6.469% 33.59 50.238% 

铜仁 3.171 17.617% 222.409 17.616% 7.397 23.343% 

黔西南 0.755 5.033% 58.716 5.036% 4.047 14.091% 

黔东南 — — — — — — 

黔南 — — — — — — 

 

4 结论与讨论 

4.1主要研究结论 

贵州省旅游业总体上发展效率处于上升趋势，规模效率和技术改善的交织演进是不同州市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原因，这也

与李小杰[22]、周骁等[2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相关研究表明，区域旅游效率发展包括高位匹配型、中低位匹配型、技术滞后型、规

模投入滞后型共四种类型[33]，无论是规模要素收入不足，还是技术改善的匹配速度不足，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总体效率的优化。

本文研究期间，贵阳、安顺、黔南都属于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比较早的地区，贵阳作为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育水平较高，现代服

务业就业人口、素质都较高，拥有大规模的城市休闲旅游消费规模、良好的投资收益环境，培育了青岩古镇、黔灵山公园、天河

潭等国内知名的旅游景区，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效促进了旅游效率的整体改善。安顺和黔南都是国内一流景区的

所在地，包括黄果树大瀑布、安顺龙宫风景区、云峰八寨屯堡、紫云格凸河、荔波漳江、百里杜鹃、江界河等一大批 5A、4A级

景区，形成典型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吸引旅游投资和外部新技术流入方面处于较高发展水平，处于高投入、高产出状态。

黔东南、毕节、铜仁、遵义近年来旅游发展速度较快，单位规模要素投入产生的效益较大，大多数时期都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类型

的区域，同时由于技术改善在同步进行，由此导致了个别节点要素投入和技术改善之间关系的不匹配，形成一定的波动现象。六

盘水、黔西南相对偏弱，前者属于煤炭资源型工业城市并处在产业转型的“阵痛期”，旅游业发展刚好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

原始积累；黔西南位于贵州省的西南地区，区位交通优势受到的限制较大，并且由于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发育程度较低，吸引旅

游市场投资的能力有限，很难有较大从业人口流入，技术改善方面也略显迟缓。 

本文提出的 3个假设在贵州全省层面基本正确，但是一旦具体到州市层面，又表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即总体上贵州

省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技术进步，而在六盘水、黔西南等部分地区仍然需要大规模的旅游发展要素的投入才能完成

初期积累。在整个研究期间，贵州省旅游规模投入是在逐步加强的，与技术进程表现出较强的同步性，主要原因是要素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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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外部就业人口的进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发展技术，如旅游资源开发、景区建设品质提升、旅游企

业运营管理等，在不断提升旅游产品的单位和规模产值，进而使整体的发展水平呈改善趋势。从整体发展来看，贵州省在西南地

区属于旅游业发展较早的省份之一，贵阳、安顺、黔南、遵义等已经是国内外较为知名的旅游地区，发育有一大批较为成熟的旅

游景区、旅游饭店、旅游酒店，以及衍生的交通服务、票务服务等旅游行业系统，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规模要素投入基本实现了

产出最大化，迫切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来优化要素投入的增值空间。并且贵州省的旅游效率变化具有较强的区域协同

性，在贵阳、安顺等地区旅游发展效率增长之后，周边地区良好的旅游资源本底不断吸引社会闲置资本的进入，开发形成新的旅

游吸引和接待设施，加之 2015年贵州开始进入高铁时代之后，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条件不断发生变化，核心城市对于后发地区

旅游效率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在旅游效率的区域差异上，后发地区受制性因素主要是当地基础设施欠账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对迟缓，短期内较难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技术改善的速度难以消化要素资金的大规模投入，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的地区旅游效率也相对较低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一旦到达技术消化能力的临界点之后，将较快地促进旅游效率的改善。 

4.2政策建议 

为了推动贵州省旅游业长期稳定增长，应充分运用行业政策引导不同地区增长模式的转型。对于贵阳、安顺等较为成熟的地

区，要以技术为导向，重视技术创新引导新的发展要素，如大数据、5G 技术、虚拟体验等新技术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推动

旅游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从而提高新的发展要素配比，扩大规模要素投资的收益边际范围。对于黔东南、毕节等旅游

业成长期的地区，要合理引导社会资本的有序投入，甄选符合当地资源特色的旅游发展模式，打造高品质、高附加值的旅游产

品，来提升既有技术条件下的要素生产效益最大化。上述这两类地区需要摆脱过分依赖要素投入规模发展，转换为内生效率驱动

的发展模式，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入手，聚焦于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提高。对于六盘水、黔西南等处于旅游业发展

劣势的地区，要持续坚持把旅游业作为区域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同时可以通过结队帮扶、干部交流、技术支持等方

式，促进较好的生产要素和技术载体向这些地区扩散，形成旅游发达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良好的旅游合作关系，进一步推进旅游

技术扩散的广度与深度，缩小旅游业区域以及行业间的差距，促进贵州全省旅游效率的整体提升和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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